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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 他者既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,也构成人类学的认识论基础。古典人类学以 “野蛮

他者”为对象,通过对他者的想象来勾画人类文明的总体历史;现代人类学以 “差异性他者”为对

象,扬弃了对总体文明进程的关注,致力于以他者文化反观自我。中国人类学曾经以 “少数民族”
和 “农民”这两类内部他者为对象,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路径。随着后现代人类学对现代人类学他者

观的全面反思,如何重新调整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成为人类学的当务之急。看到广泛存在的他者范

畴,承认我他之间的相交互融,这不仅有助于人类学警惕西方历史普遍性的假设,充分理解人的存

在,不断扩大人类经验的维度,也有助于中国人类学更加客观看待中国与世界其他区域的交流和交

融,更加全面理解中华民族多元性和一体性的辩证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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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者 (other)不仅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,也构

成人类学的认识论基础,同时在诸如哲学、心理学、
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批判理论中有广泛影响。本文首

先廓清他者概念的内涵,继而追溯他者概念在人类

学历史中的流变,展现不同他者观之下的认识论差

异,最后反思当下重建他者观的重要性及拓展他者

观念的必要性。

一、中西语境中的他者观念

回溯他者在印欧语系中的词源,其基本意义为

“差异”或 “变化”,强调差异性和多样性。① 在西

方思想史上,柏拉图很早就将 “他者”作为一个哲

学概念,围绕 “一”与 “多”、“存在”与 “非存在”
展开论述:“一”是绝对存在的 “相”,他者是具体

显现的 “多”,相对于 “一”而言意味着 “区别”,
有了区别,秩序才能形成。② 在这个意义上,他者

并非与绝对存在的 “一”对等的 “非存在”,而是低

于绝对存在的 “异”。

黑格尔将不对等的 “一”与 “异”的关系转化

为对等的二元对立关系,强调他者既是主体的对立

面,也是自我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。但他认为二元

对立关系中的双方是处于不断斗争的状态,一方是

关系的主导、中心或肯定的一方,而另一方是关系

的服从、边缘或否定的一方。③ 相较而言,柏拉图

意义上的他者观讨论的是同一性之下的差异性他者,

黑格尔意义上的他者观分析的是在主体性之下的对

立性他者,两种观念都呈现出一种对立涵盖的结构,

构造出一种不平等的从属关系,影响着后来的精神

分析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批判理论。

在中文里,他者的表达相对模糊,自我则有多

种表述方式: “自,鼻也。象鼻形”;清段玉裁注:

“凡从自之字……亦皆于鼻息会意”;④ “己,中宫

也,象万物辟藏诎形也。己承戊,象人腹”; “我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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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身自谓也”;南宋徐锴曰: “从戈者,取戈自持

也。”① 作为主体的 “自”“己”“我”借助于作为客

体的 “鼻”“腹”“戈”得到表达,主客之间并非泾

渭分明的二元对立。但这并不意味中文没有他者观。
《说文解字》中收录过一个今天看来不属于人类范畴

的他者:“它,虫也。从虫而长,像冤曲垂尾形。”②

这种基于 “虫”的他者想象,表达某种古代中原的

他者观——— “不正确”的行为方式,例如以腹触地

爬行或啖食生肉等。③ 这后来成为文化意义上的中

原 “自我”与 “蛮夷戎狄”等类他者之区别。
尽管如此,不论是与主体相统一的 “鼻、腹、

戈”,还是与 “人”既相互吞噬又彼此区别的 “它”,
中文语境中自我和他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他异性

(alterity),自我与他者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,既相

互区分,又相互交融。这显然不同于西方思想中以

绝对存在的 “一”或 “自我”的主体性为中心的形

而上学,绕过了主客截然二分的认识论困境。

二、人类学中的他者观念

(一)文野之别:古典人类学中的他者

人类学是一门发端于西方的学问,早期人类学

秉承了西方思想中的他者观念,将 “文明自我”与

“野蛮他者”视为对立双方,围绕文野之别展开讨

论。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,相继发展出以进

化论和传播论为基础的历史观,用以考察人文世界

的总体历史。
进化论人类学认为,人类具有心理一致性,即

不同人群追求进步的心智本质一致,因此其进步过

程在性质上基本相同,普遍遵循一致线条进化,从

简单到复杂、从低级到高级、从野蛮到文明。
人类有一部分生活在蒙昧状态中,有一部分生

活在野蛮状态中,还有一部分生活在文明状态中,
这是无可否认的;这三种不同社会状态以必然而又

自然的前进顺序彼此衔接起来,这同样也是无可否

认的……近代的种种制度实着生根于野蛮阶段,而

推其萌芽之始,则由在更早的蒙昧阶段。它们一脉

相承,贯通各代,既有其逻辑上的前因后果,亦有

其血统上的来龙去脉。④

要了解近代制度的前因后果、来龙去脉,就要

从其孕育的阶段入手。虽然欧洲已经进入 “文明”
阶段,但在世界其他地方仍然有停留于 “蒙昧野蛮”
阶段的人群,依然可以通过研究这些人群勾画出人

类总体历史进程。
在一定意义上,进化论人类学通过将野蛮他者

和文明自我视为进化链条上的开端和结点,来塑造

人类的总体历史线条。他们把诸如易洛魁等非西方

土著部落视为空间上的野蛮他者,把诸如古希腊罗

马等西方古代社会视为时间上的野蛮他者,而把现

代西 方 文 明 视 为 普 世 的 超 文 化 的 “外 在 历 史 时

间”。⑤ 这使他们跨过了其他非西方 “文明社会”,
因为作为 “古代文明遗存”的中国、中东、埃及、
印度以及非洲等地,既不野蛮,也没有西方意义上

的现代性,无法佐证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时间进程,
因而沦为 “原始社会”人类学的附属品。⑥

传播论人类学则反对单线进化论观点,认为不

同文化并非展现为单一进化序列的不同阶段,而呈

现为多个地理空间上的演化。传播论的奠基者之一

赫尔德 (JohannesHerder)指出,世界历史有如自

然有机物的生长,无论植物和动物、个人或国家,
其历史都归因于自然空间的宇宙论基础。人类是居

于动植物之间的造物,在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同时,
也获得了空间和时间的规定性。在这个意义上,不

同地理环境对人的身心都有塑造作用,与不同环境

互动,形成了不同民族,实现了从自然民族向文化

民族的转变。这种转变,不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质变,
而是量的差异,例如火地岛原住民能够制造和使用

弓箭,有自己的语言和概念,在这个意义上,他们

也是文化民族。⑦

不同于古典进化论的机械发展隐喻,传播论秉

持有机生长隐喻,把文化系统看作生态群落,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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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间扩张的内在冲动,也有与环境之间的适应性和

相互之间的竞争性,因此扩张不是无限的,而是在

一定环境下停止传播形成边界。① 不同文化元素在

扩张中得到扩散,在边界处形成差异,因此不同文

化之间既存在差异,也存在相互采借而来的相似之

处。这种内在有扩张、外在有边界的文化系统被称

为 “文化区”或 “文化圈”,传播论人类学家大都致

力于通过对文化要素的研究来架构人类文化区域的

特点和边界。② 在一定意义上,传播论人类学通过

将时间上的文野之别转化为空间上的我他之别,建

立了对 “人类地理学”的总体认识,其基础是具有

差异性和关联性的他者。
古典进化论人类学家假想出的 “野蛮人”沦为

进化线条上的简单低级起点,相较而言,传播论人

类学家观察到的 “其他人”占据了地理空间上相对

平等的位置。尽管如此,因为传播论人类学强调地

理空间扩张的合法性,这种观点伴随着20世纪的两

场扩张性战争终被扬弃。
(二)我他之分:现代人类学中的他者

20世纪早期,现代人类学的诞生颠覆了对富有

宇宙论和历史想象力的 “大写的人”的思考,转向

对具体可察的 “小写的人”的关注,围绕自我和他

者的文化差异展开研究。
这个转变体现在以 “文化”替代 “文明”的过

程。一方面,不同于文明,文化具有普遍性,指一

套自然、物质和人文的环境,使人得以成群,③ 都

包含特定的文明表现。④ 因此,不论西方还是非西

方,其形成社会的原则虽然各有千秋,但文化没有

高低,都拥有独特的地位。人类学家在概念上拥抱

了更加平等均质的文化概念,抛弃了有进化论意味

的文明概念。另一方面,不同于文明,文化可以被

科学地观察,对不同文化进行观察、记录和分类,
就能积累对不同文化的认识,呈现和保存文化的多

样性,这就是科学民族志传统。人类学家在方法上

拥抱了 “科学主义”精神,不再关心相互联系着的

总体人文世界,而是将其割裂成实验室般的微型社

区,只相信直接观察所得和第一手资料,剔除了想

象力。
这场概念和方法革命催动了他者观念的变化,

将时间上的文野之别转化为空间上的我他之分,也

就是说,通过寻找 “自我-他者”的差异甚至构建

二者之间的对立来构建文化的多样性。这一转变颠

覆了 “文明自我和野蛮他者”之间的高低等级,使

“非西方的他者”成为 “西方自我”的镜子,映照西

方的问题,反思西方的概念。这种对于他者文化的

观察和反思塑造了现代人类学的问题意识:爱斯基

摩人的婚姻与家庭,非洲部落的继嗣群体与部落制

度,美拉尼西亚岛民的性心理人类学和交易圈,印

第安人的图腾与亲属制度,中国东南的宗族和仪式,
等等。

然而,科学民族志的 “实验室”隐喻以及保护

文化多样性的志业,也导致现代人类学几乎完全聚

焦于那些相互隔离无始无终的 “原始社会”或 “乡
民社会”,使西方自我与非西方他者严重撕裂,呈现

为有历史的西方和无时间的非西方的二元对立,否

定了他者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和改造能力,假设了无

文字的他者对保存和发展自己文化的无能为力。
尽管20世纪的人类学经历了从功能主义、冲突

理论、结构主义、过程理论到象征人类学的种种转

变,西方人类学对于非西方的理解却始终建立在

“自我-他者”的二元对立之上,这隐含着欧洲人的

内部对立———欧洲人拥有书写文字和历史文献的能

力,“其他人”(others)则没有。从这种观点看,研

究人类学的历史也就是研究那种描述和解释欧洲海

外扩张中遭遇的人群之 “他性”。这种研究虽然在根

本上关注多元且彼此对立的其他人,但同时也意味

着一种自反性,也就是说,将欧洲己身与异己 “他
人”重新包容进一种完整人类之内。因之,这种人

类学史可以看作是一个 “人”(anthropos)的普世主

义和 “族”(ethnos)的多元主义间的连续而复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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辩证过程。①

(三)自我作为他者:现代中国人类学中的他者

中国人类学作为世界人类学的一部分,在20世

纪初推动了他者范畴的拓展。中国人类学的一个明

显特征是面向本土的人类学研究。② 不过,本土性

(native-ness)并 不 意 味 着 排 斥 他 性 (otherness),
现代中国人类学在特殊的境况下孕育出少数民族和

农民两种他者。
现代西方人类学的积累和发展伴随着西方全球

扩张的步伐,而中国人类学在孕育之时适逢帝制解

体,因而国家营建成为20世纪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关

怀之一。对民族问题的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的边

政学及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得到了集中发

展,其主要旨趣围绕少数民族在现代国家构建中的

角色和地位问题展开,主要特征是学界对国家民族

关系治理的介入。③

1939年在著名的 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的辩论

中,少数民族的他性被重新定义。以顾颉刚、傅斯

年为 代 表 的 学 者 认 为,民 族 (nation)和 种 族

(race)等概念在翻译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意涵,由

此分类出的 “少数民族”和 “汉族”是不符合中国

历史的;从秦始皇一统中国起,“中国民族”的概念

就开始萌芽,各种人群混为一体,所有汉人的和非

汉人的文化,都是 “中华民族的文化”。“中华民族”
既不同于种族,不组织在血统上,也不同于民族,
不建立在文化上。④ 这种主张认为少数民族并非汉

族的他者,两者是一体的。
针对这种主张,以费孝通、吴文藻为代表的学

者则认为,不能因言害义,用局外人的 “中华民族”
掩盖局内人的族群差异。作为文化团体的族群和作

为政治团体的国家不同:一个国家可以涵盖数个族

群,一个族群也可以归属不同国家。如果要使国内

各文化、语言、体质的团体在政治上合作,不是取

消几个名词就能达到的;而是要对不同族群有充分

了解,在了解的基础上共同建设国家。⑤ 这种主张

坚持在共同的国家框架下,少数民族和汉族互为他

者。20世纪50年代,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展开,

少数民族具有了完整的他者身份。

相较而言,早期西方人类学界对 “族群问题”

的关心主要集中于观察和记录少数族群和主体民族

之间的差异,例如 “波雅士计划”中大量对于美国

本土印第安人社会的研究。直至20世纪60年代,

其才涌现出对族性 (ethnicity)概念的讨论,但也

基本集中于对国族主义 (nationalism)意识形态的

批评,用于回应 “文化”概念解释力不足的问题:

文化概念预设 “民族”及其内涵固定不变,但封闭

固定的文化概念不足以解释人事的跨文化流动。不

仅如此,文化、族群等差异性概念常常被征调作为

社会团结的基础,例如自19世纪以来, “民族”时

常被调动作为国家建构的工具。⑥ 可见文化差异并

非原生的、本质的,而是建构的、变动的,族群问

题牵连着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实践。

中国与西方人类学在 “民族”研究上的区别显

示,中国人类学在构建 “多民族国家”理论的过程

中,“少数民族”是一个重要的他者,提供了理解中

国整体的他山之石或 “边缘性”视角,⑦ 而西方人

类学在 “民族国家”的模式下,“民族问题”被转化

为权力批判和意识形态反思。

现代中国人类学的另外一个重要他者是 “农

民”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,作为进化论的余波,现

代化理论以多种面貌出现,都将现代化作为历史发

展的必然阶段,绑定于现代西方、资本主义、工业

文明以及市民社会等因素上。这深刻影响了20世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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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[美]乔治·史铎金: 《人类学家的魔法:人类学史论集》,赵丙祥译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9年,第

434-435页。
不过,西方人类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有转向自我人类学 (anthropologyofself)、家乡人类学 (anthropologyathome)的

主张。参 见I.Greverus," TheOtherandtheSelf:TheResponsibilityofAnthropology",AnthropologicalJournalon
EuropeanCultures3.2(1994):75-97.
王铭铭:《民族与国家———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》,《云南民族学院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00年第2期。
顾颉刚:《中华民族是一个》,载于顾潮、顾洪编校: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———顾颉刚卷》,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6
年,第773-785页。
费孝通:《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》,载于费孝通:《费孝通文集》(第13卷),北京:群言出版社,1999年,第26-32页。
[挪威]弗里德里克·巴斯:《族群与边界》,高崇译,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99年第1期,第16页。
王明珂:《华夏边缘: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》,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13年。



初肩负建国富民重任的中国学者,他们把西方作为

参照模版,把中国当作改造对象,将二者放在现代

和传统的两端,认为独立富强之路就在于将传统贫

穷的乡民社会转化为现代富裕的市民社会,例如费

孝通从 “江村”开启的一系列农村研究。
虽然在同一时期,美国人类学家也关注到了文

野之间的 “农民”,例如雷德菲尔德 (RobertRed-
field)对墨西哥的一系列 “乡民社区”(folkcommu-
nity)的研究,将之看作是 “原始部落和现代城市

间”的过渡类型。① 但相较而言,美国学者将作为

他者的农民视为城市文明的异质性他者;而在中国

学者眼中,农民不仅是他者,也是自己。这种差别

使得美国人类学界依然没能迈出文野之别的二元对

立———农民不过是 “野蛮人”的另一种形式,给美

国人提供浪漫想象。② 相较而言,中国人类学家则

从一开始就能够辩证地看待农民社区:一方面以村

庄为单位展开深入调查获得科学结论,另一方面也

看到村庄之间、城乡之间、地方与世界之间的相互

依存。③ 这使中国人类学不仅从 “野蛮人”的田野

走向 “文明人”的社区,④ 超越了文野之别,而且

更奠定了文明比较研究的基础,例如费孝通的中西

文明比较和李安宅的汉藏文明比较等研究。⑤

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生态学研究 “原始”社

会,认为重要的外部力量是自然环境;而20世纪70
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派研究的则是 “农民”,认为重要

的外部力量是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,因此农民

社会在政治经济学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。⑥ 20世纪

80到90年代,随着中国加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政

治主张,中国人类学界的农民研究在原有海外中国

研究对宗族和民间信仰等的关怀基础上,也开始一

方面沿着 “国家与社会”框架展开,⑦ 另一方面继

续围绕 “传统与变革”的关系展开。⑧

(四)诗与政治:后现代人类学中的他者

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,随着后现代人类学

破空而出,话语、权力等概念势如破竹,这一方面

解构着现代人类学的科学主义精神及其营造的桃花

源般小型社区幻象,另一方面又在否定之否定中变

相重构着宏大叙事,展开对全球资本、世界体系的

全面反思。⑨

1978年萨伊德 (EdwardSaid)出版 《东方学》,

将矛头直指西方对非西方的 “他者化”所造成的政

治后果。萨伊德指出,西方学界并不关心非西方世

界内部的巨大差异性,而是借助知识生产制造出一

个与西方相对立的东方,而知识生产会形成霸权,

塑造共识,改变现实,因此一个想象中的东方却真

切改造了东方,使东方成为西方的对立面并臣服于

西方。

与此同时,费边 (JohannesFabian)也于1978
年反思了人类学的内在矛盾。费边指出,异时性和

他异性是人类学认识论的基础,人类学就是研究处

在另外的时间之中的其他人类的一种科学,然而,

民族志客观性的前提是人类交流的共时性,因为交

流是内在于时间之中的我他经验的互惠共享。这种

内在的矛盾———异时性与共在性同时———源于 “西

方”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:既需要制造异质性的

“空间”供其占领,又需要制造普遍性的 “时间”来

推广其历史方案———进步、发展、现代性和相对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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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孝通:《江村经济》,戴可景译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7年,第17-1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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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多的,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较先进文化的研究”。参见费孝通:《江村经济》,戴可景译,上海:上海人民

出版社,2007年,第9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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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铭铭、王斯福:《乡土社会的秩序、公正与权威》,北京: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,第1997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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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研究》,《社会科学》,2005年第9期,第122-128页。
王铭铭:《他者的意义———论现代人类学的 “后现代性”》,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00年第2期。
[美]爱德华·萨伊德:《东方学》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7年。



的停滞、落后、传统。①

这些批评振聋发聩,尖锐地揭示出:第一,西

方人类学传统是西方宇宙观和认识论的一部分,因

为区分真理与谬误的认识论是出现在17世纪欧洲的

众多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中的一个,所以这种认识

论所确定的真实并非绝对的。第二,人类学并不需

要一套认识他者的理论,这会导致人类学家将自身

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实践投射到他者之上;人类学需

要关注的是他者如何展现自身的认识方式。第三,
不仅如此,人类学还要将 “西方”纳入人类学研究,
不再将西方视为普遍的,而是将之视为特殊的、历

史性形成的,揭露所谓西方真理是如何与特定历史

事件相关联并最终影响社会发展的。第四,人类学

必须破除来自西方的经济和哲学霸权,使认识方式

多元化,这样才能避免导致出现 “西方学”,因为颠

倒的 “东方学”实质上是在强化西方话语。②

这首先冲击了田野工作的科学性,揭露了研究

者与被研究者的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,将田野工作

重新理解为一个交流的阈限模式的主体间建构的过

程,在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互为主体,没有共同

的假设、经历和传统。③ 其次,这暴露出隐没在文

化相对主义背后的殖民历史和权力结构,文化不再

被视为被动、不变和封闭的,而是被定义为由激烈

竞争的符码和表象构成,由此,文化与政治之间、
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之间、文化的记录与文化的创

造之间的关系得到反思。④ 最后,这破除了现代人

类学对 “有历史的西方和无历史的他者”的想象,
一方面人类学界开始对非西方展开历史人类学研究,
重现世界不同文化和区域间复杂的历史互动与政治

进程,从中看到西方意识形态是如何在与世界其他

区域的互动中形成和转变,⑤ 同时也看到世界历史

是如何在不同思想体系和实践体系的并接中逐步展

开。⑥ 另一方面人类学界也开始对西方展开民族志

研究,正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他性和差异。

三、再思他者

20世纪70年代以来,后现代人类学家敏锐地

指出,现代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制造着他者-
自我、传统-现代、冷-热社会的二元对立,不仅

如此,这种二元对立的知识生产还极大塑造了前者

臣服于后者的不平等结构,要打破这种结构,必须

重新调整自我和他者的关系,一方面看到西方和非

西方之间的接触历史,对非西方展开历史人类学研

究;另一方面看到西方内部的差异性并对其展开民

族志研究。
不过,正 如 列 维 - 施 特 劳 斯 (ClaudeLevi-

Strauss)所指出的,不论历史还是民族志,关注的

都是自己之外的社会,不论其 “他性”来自空间中

的遥远还是时间中的久远,其视角都是相似的,都

在处理一套不同于研究者的表征体系,因此无论如

何都不可能使读者成为被研究者的一部分,其最大

的功能在于不断扩大人类经验的维度。⑦ 因此,不

能仅仅裹足于对他者观念的反思和批判之中,而应

立足于对他者观念的不断反思,拓展人类学的对象

以及人类经验的维度。
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,

不能为了反思而消解他者,而是承认自我与他者之

间并非总是处于互为对象化的矛盾冲突关系中,承

认他者高于自我,正如列维纳斯 (EmmanuelLevi-
nas)所指出的,只有以他者的存在性为前提,才能

从生命庞大神秘的存在中窥探个体存在的样态和意

义;只有先打破自我中心的铁壁,以自我与他者的

关系为出发点,才能不断超越自我的有限视野。⑧

正如列维纳斯所言, (下转第62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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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 [法]列维纳斯:《总体与无限》,朱刚译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6年;孙向晨:《列维纳斯的 “他者”思想及

其对本体论的批判》,《复旦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,2001年第1期。



格魅力,“我”很容易会对对方的言行更加留意,对

动作、表情和情感变化格外敏感。反之亦然。如果

“我”对被研究者具有人格魅力,被研究者也有可能

有意无意地设法讨好 “我”,故意说一些迎合 “我”
需要的话语,提供一些 “我”希望得到的信息。不

过很多时候,“我”对此却浑然不觉,还认为自己的

调查技术或者方法相当高超。① 在此意义上, “我”
的价值倾向和情感涉入该不该在自我民族志中呈现

以及如何呈现,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,更是一

个有关此类经历和感受该不该或能不能在自我民族

志中进行完整呈现的方法论问题。
我们认为在自我民族志作品中主动承认 “我”

的价值倾向和情感涉入,并交代清楚与研究对象之

间的人际互动过程,并不会降低或排除民族志作品

理论讨论的意义。当然,这样做也不一定会增加研

究的深度。如果我们刻意夸大与修饰自我民族志中

“研究者”的自我情感体验和人际互动,也会增加民

族志变成文学作品的风险性。

此外,自我民族志经常遇到的一个质疑就是:
自我民族志容易弱化传统民族志事实呈现的特色,
将追寻自我的过程与民族志事实分离,只重视暴露

“自我”,而不追求事实。为此,根据笔者个人体悟,
我们主张自我民族志研究实践一定要注意两条重要

的表述法则。首先,不可将自我民族志结论过度推

论。虽然自我民族志强调社会文化脉络的描述,期

望从内部的自我研究做出解释外在他者的可能性,
然而这毕竟是对研究者自我所进行的研究过程,所

以自我民族志只能由研究者将 “我”的经验归纳与

社会文化进行对话后,作出有限性反思。其次,表

述不可以流于故事层面。自我民族志是用民族志方

法进行自我的研究,而民族志方法的特征即在于文

化脉络性的诠释。为了避免成为自我陶醉式的叙说,
过度聚焦自我,如何将自我经验与社会文化脉络形

成连接,避免误用自我民族志这个标签,考验着每

一位研究者阐释自我经验时的社会文化视野和自我

界限意识。 [责任编辑 郭云涛]

(上接第13页)
要解放自我认识,必须通过与他者的比较,因为他

者蕴含着差异性和变化性。不过,列维纳斯依然认

为自我和他者之间横亘着 “他异性”,使二者彼此隔

绝。
回到中文语境,我们能够看到一种你中有我、

我中有你的他者观:他者不仅只是映照自我的镜子,
二者并非彼此隔绝,相反,自我总是包含着部分他

者,相互吞噬互相包含。这种他者观有助于更充分

理解自我与他者的关联与差异,理解文明的冲突与

交流;也有助于中国人类学更加客观看待中国与世

界其他区域的交往史,更加全面理解中华民族多元

性和一体性的辩证。
更重要的是,中文里的他者广泛包含甚至可以

说最初就是指非人类的 “它”者,因此,人类学的

他者本应有更丰富的范畴,而不是仅仅将其他人或

接近于人的 “野蛮人”作为他者。费孝通晚年曾倡

议拓展社会科学的边界,不应把人与自然 (天)割

裂来看,而应把人放到自然历史演化的总体背景下

去理解;也不应该把社会世界与精神世界 (心)割

裂开来,而应看到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于精神世界;
甚至不应该将语言和非语言的表达 (意)割裂开来,
而应充分关注语词所无法达及的领域。② 王铭铭进

一步指出,中国传统上并不存在西式的社会科学人

类中心主义观点, “它者”既包含人,又包含物和

神,人的存在,正是在与种种 “它”的关联中成为

可能的。③ 这种他者观有助于更整全地思考人的存

在,拓展人类经验的维度。 [责任编辑 陈 彪]

26

刘中一人类学民族志中研究者的身份自觉

①

②

③

潘绥铭、黄盈盈:《我在现场: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》,太原:山西人民出版社,2017年,第197—219页。
费孝通:《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03年第3期。
王铭铭:《民族志———一种广义人文关系学的界定》,载于王铭铭:《人文生境:文明、生活与宇宙观》,北京:生活·读书·
新知三联书店,2021年,第448页。


